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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情义伦理学”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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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自西学东渐以来，对儒家伦理学的诠释基本都是借用近代西方伦理学理论框

架来规整儒家伦理学，这种研究思路虽有对话、借鉴与反思等学术研究价值，却未能敞开儒

家伦理的真精神。 儒学作为一种追求入世的生活实践智慧，其伦理思想是以“情”（包括生

活实情和生活情感）为基本价值追求来对生活进行好坏、善恶的系统性反思，并由此形成伦

理规范、道德义务的正义性和适宜性基础，亦即“义”源出于“情”。 同时，儒家的道德教化也

是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生活感化。 因此，儒家伦理思想可以“情义”一词予以统摄和概括。
事实上，“情义”一直就是中国人进行道德判断的核心概念。 以“情义”为核心概念来诠释儒

家伦理思想，无疑更贴合儒家伦理思想的特质，也更贴合中国人伦理生活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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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学东渐以来，关于儒家伦理的研究大多都是借用近现代西方伦理理论形态来对儒家伦理思

想进行规整。 于是，基于不同的伦理理论框架，就形成了对儒家伦理思想的不同判定。 不少学者认

为儒家伦理思想是一种德性伦理，也有学者认为是义务论者和功利主义者，甚至有人认为儒家伦理

思想是多种近现代西方伦理理论的综合体者。
借用现代西方伦理理论来探讨儒家伦理思想当然是有必要和有价值的，但若就此将儒家伦理思

想归之为某种近现代西方伦理理论无疑有削足适履之嫌。 儒家伦理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主干

自有其独特的核心概念和相应命题。 反观中国人的伦理生活实际，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

都是用“情义”一词来作为道德判断的核心词语，如评价某人有情有义或无情无义等。 本文即以“情
义”为核心概念来诠释儒家伦理思想。

一、情：儒家伦理思想价值本源

伦理学的根本旨趣是反思并祈求超越实际的生活境况，指向一种更为良善的生活。 什么生活是

良善的呢？ 在儒家，良善的生活就是与生活实情相适宜的有情有爱的生活。
（一）作为生活实情的情

儒学作为一种入世的哲学智慧，并不追求生活之外的超越，而是一切从生活出发，一切复归生

活。 从儒学史看，汉至宋的儒学的确表现出了明显的超越性特质。 凡俗世界的价值依据都从超越性

的天道、天理出来，但儒家的超越性天道、天理并不是完全异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另一个实体世界。 宋

明儒虽然严分“本－末”“体－用”，但并不认为“本－末”殊绝，“体－用”为二，而是认为本末相连，体用

一如。 朱熹在论理气关系时就说：“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 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

在一处。”①又说：“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天性，则无所成。”②理学发展到王夫之时，更是认为：
“理即是气之理，气当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而气不后。 ……从乎气之善而谓之理，气外更无虚托孤

立之理。”③



如果说超越性存在意指存在的真实情况、真相的话，儒家并不追求生活之外的超越者的旨趣说

明儒家所认为的存在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 黄玉顺将此称为儒家的“生活存在论”，“生活即是

存在，生活之外别无所谓存在”①。 所以，“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

闻也”②。 如果在生活之外还有所谓更为真实存在的话，生活就应当接受此更真实的超越性存在者

的规整，由此就敞开了宰制、切割生活的可能性空间。 质诸史实，绝大多数的道德苦难几乎都是这种

思路所造成的，这也正是戴震所控诉的“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③

在汉语里，用来指称真实存在、真相的字是“情”，如《系辞下》所云：“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孔颖

达疏曰：“情，谓实情。”④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里还有所保留，如情况、情形、实情等。 《论语》里有两

处直接用了“情”字。 一处是《子路》篇记载的孔子的话：“小人哉，樊须也！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一处是《子张》篇记载曾子的话：“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 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两处“情”字主要的含义都是情实、真实、真相。
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价值追求就是：一切从生活出发，一切旨在企慕好的生活。 当然，生活

总是表现为历史性的具体生活方式、生活样式。 所以不同时代好生活的具体情形是不同的，这也是

儒家讲求与时消息、损益更化的渊源所在。
（二）作为生活情感的情

儒家所企慕的好生活，就是有情有爱的生活，这是儒家价值立场的实质内容所在。 所谓“孔孟之

学，求仁而已矣”⑤。
如果说西方哲学偏重于“理”的话，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则偏重于“情”。 在儒家，情感乃是

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 《论语·为政》即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孔子的意思很明显，人禽之别就在于人有情感。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存

在者的话，儒家则主张“人是情感的存在”⑥。
儒家所言之“情”有二义：一是前文所说的生活实情；二就是生活情感，特别是仁爱情感。 “情”

有二义，这与汉语中“情”字的最先使用是一致。 甲骨文、今文俱无“情”字。 “情”字最早出现在《尚
书·康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一句中。 这里的“情”就兼具真实情况和情感情绪的

意思⑦。 李泽厚指出，“情”从指实体、本质、真实、真理、事实等方面的含义转为情感之情的意义重

大，并认为这两者之间有重大关联，但具体如何关联，李泽厚并未论及⑧。
情感当然不会凭空而来，也不是某种现成之物，更不是什么形而上的性之所发。 其实，情缘起于

生活。 人之情感是在人的生活行事中，在与人、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步生成建构的，此即是儒家所说

之“感”。 程明道即云：“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⑨须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相感

相应不是现成存在者之间的感应关系，而是一种非实体性的、前存在者的纯粹生活感应。 有学者把

这样一种纯粹感应称之为“在世情调”􀃊􀁉􀁒，并认为人的主体性情感都是这种在世生活情调的显现方

式。 王庆节教授也说：“感应是世界最本源状态。 ……感应使得世界上的事件、事态、事情和事物得

以生成和成立”􀃊􀁉􀁓，而“感情乃是人……在感应活动中对于或者伴随某些感应活动而生发的一种心理

情绪状态”􀃊􀁉􀁔。 王教授的描述很形象也容易让人理解，但不够贴切。 他是在存在者层次上的一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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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性描述。 严格说来，生活情感乃是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的“显现”（显示自身）①。 唯其如此，生活

情感才能成为儒学思想体系的不竭源泉，故“情”之所起可以简要表示为“感→情”，因感而有情。
因生活本身之感而有情，此情并非别有一物，而是生活本身的显现。 对此，我们只要对实际生活

稍加反思，就能获得有关因感而有情的生存体验。 在生活中，对某人或某样东西有情，常常不为我们

所知。 我们总是在生活行事中不知不觉地就对某人、某事或某物产生了情感，喜欢上、爱上了某人、
某事或某物。 正所谓“情不知所起”。 也就是说，因生活之感而有情并不是存在者层次上的相互吸引

和诱惑，而是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的打开自身，显示自身。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玉顺说：“生活首先

显示为生活情感。 在儒家，这种生活情感首先是仁爱。”②黄先生这里所说的仁爱情感作为生活的显

现还是前主体的，而这种前主体性的仁爱情感又会显示自身为“差等之爱”（自爱、爱亲）和“一体之

仁”（泛爱、博爱、爱人）两种主体性的情感。 伦理学讨论的情感就是这种衍生于生活本身的主体性

情感，因为伦理学讨论和关注的问题是形而下的众多存在者之间的问题③。
总之，儒家所说的“情”有“生活实情”和“生活情感”两层意思，而生活情感又缘起于活泼泼的实

际生活感应，故儒家关于人之存在可以描述为：人是“感—情”的存在④。 这就意味着儒家的基本价

值指向不是以理性去认识周遭事物进而改善人的生活，而是通过情感为中心，希冀建立一个饱含情

谊的生活世界，故而儒家哲学主要表现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二、义：儒家伦理的规范性主张

伦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质就是意图给人一种良善生活的建议，给出一种良善生活的理想，
并回头来对现实生活予以反思，以期改善人的行为，这便是伦理之“义”的内涵所在。 宽泛地讲，伦理

学所强调的“义”之所出皆在于人的存在方式，即存在论上如何看待人之存在，逻辑上就会认为人

“应该”如何存在，如何行义。 易言之，伦理上的价值论以及相应的规范性要求是以存在论为基础的。
如前文所述，儒家认为人是“感—情”的存在。 顺此，儒家伦理思想所主张之“义”自然也包含两

个方面⑤：一是人之为人在于人有情感，则应当的行为在于以真情实感为动机。 在儒家来说，这种真

情实感就是仁爱情感；二是人总是一定生活境遇中的人，人的任何行动总须与生活之实情相适宜。
否则，义不可能有现实性，行义就成了空谈。

（一）义之为应当

儒门重仁，且全部儒学理论以“仁”为中轴展开。 仁之要义就是爱，这一点并无疑议。 在《论语》
里，樊迟问仁，孔子直接以“爱人”应之。 孟子则首先以命题的形式完整地界说：“仁者爱人。”⑥此命

题也为荀子所沿用。 《荀子·议兵》也云：“仁者爱人。”
１􀆰 仁为义之质

梁启超说：“义之一字，孔子所不讲，孔子只讲智、仁、勇。 仁义对举，是孟子的发明。”⑦梁说并不

完全正确。 孔子也讲义。 如《为政》篇云：“见义不为，无勇也。”《述而》篇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
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宪问》篇云：“义然后取。”可见，孔子不仅讲义，而且孔子所讲

之义的内涵也大多是“应当”的意思。 不过，孔子确实未就义的实质内涵加以明确地展开。
将仁义对举，亦即将情感作为伦理上之应当的实质内涵，要求人的行动应当出于仁爱的动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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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孟子的发明。 自此以后，历代大儒莫不承认“仁义”之连贯充塞义。 荀子也说：“原先王，本仁

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①还说：“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②董仲舒亦云：“圣人所欲说，在于说

仁义而理之。”③所谓“本仁义”“说仁义”“仁义之统”等等，不过意在表明儒家之道就是由仁而义，仁
为义之质。 易言之，人的道德义务来源于仁爱情感。 道德上赞许的行动必须是出自仁爱的动机。 否

则，即使行动取得了好的结果也不能说这个行动就是道德的。 很明显，儒家的这种道德情感义务论

不同于康德的理性自由意志义务论。 相较而言，儒家关于道德义务的思路与苏格兰启蒙学派思想家

的思路更为接近，这在蒙培元“情感儒学”思想体系就有很明显的体现。 套用基督教“因信称义”的
格式，儒家的道德义务论可以称之为“因情称义”。

２􀆰 真情自主为义

仁义之说，就是道德的行动应该出于人的仁爱之心。 人循仁爱之真心行动才是真正的义，才是道

德的行为。 儒家将此表述为“由仁义行”。 《孟子·离娄下》云：“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赵歧注

云：“仁义生于内，由其中而行，非强力行仁义也。”④在孟子的叙述中，作为圣王的舜乃是因为在仁爱之

心的充沛真情实感中采取了相应的行为，此即是“由仁义行”，而不是为了博取圣王的好名声强行表演

出一番有仁爱之心的行为。 “由仁义行”所表达与强调的就是人的道德自主性源自人的情感。
人之行动的动力在于情感而不是理性。 儒家的这一看法是与现代心理学的实验结论相一致的。

认知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在实验中就观察到，头部受伤导致人的情感感受能力丧失后，人虽然保留

了理性能力，但在这种无情状态中根本无法作出生活决断以及采取自主性行动⑤。 Ｍ·科斯格尔就

认为，普遍的理性道德准则只能为人之行动提供一种“合理性理由”，并不能直接推动人的行动，不能

成为一种“动机性理由”⑥。 只有情感“才能成为道德行动的真实动机，理性起到的是规范与引导的

作用，它更像是一种保证‘不偏不倚性’的‘平静的激情’，理性的权威只是在于我们的情感”⑦。 也就

是说，尽管理性对情感催动的行动有调校功能，但使人能够作出决断并付诸行动的是情感。 因此，有
仁爱之心，人自然就会主动地采取相应的行动。 故在儒家，人的道德自主性在情感而不是理性。

３􀆰 恶不义

儒家的“因情称义”还有强调“恶不仁” （亦即“恶不义”）。 这彰显了儒家伦理思想对道德勇气

的看重，而不是纵容人成为乡愿。 行仁义而恶不义在孔子思想中就有很直接的表达。 《论语·里仁》
篇即云：“恶不仁者，其为仁矣。”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道德不同于法律，只能给人以建议，
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善恶问题上装糊涂。 “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⑧儒学作为一种入世哲学，其道

德主张自然希望能去矫正人的不义行为。 《礼记·经解》中就明确表达：“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
历史地看，儒家这种恶不义的除害思想很多时候也成了民众反抗专制的思想武器，历史上的各种起

义无不以“伸张正义”自命。 当然，行义而恶不义也是一把双刃剑。 历史上也不乏专制权力在“禁民

为非曰义”⑨口号下对民众施加道德钳制和惩罚的事例。 “恶不义”反倒成了“行不义”的借口。
（二）义之为适宜

在儒家看来，生活没有爱，根本就是不值得期待的生活；而爱得不适宜，不与时代生活方式相适

宜、相匹配，生活不但不会成为好的生活，反而会是坏的生活。 《荀子·大略》篇云：“君子处仁以义，
然后仁也。”儒家行义的适宜性蕴含着行义之时的权变性，而不是死守道德教条，这大不同于以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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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近代理性义务论。
１􀆰 行义要适宜

以“宜”释“义”不只是儒家的观点，而且是中国古人的共识。 《管子·心术上》即云：“义者，谓各

处其宜也。”《韩非子·解老》也说：“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儒家相比于诸子百家的特质就在于

强调仁爱之行一定要适宜。 《中庸》即云：“义者，宜也。”孔颖达正义曰：“宜谓于事得宜。”①《法言·
重黎》：“事得其宜之谓义。”所谓“于事得宜”“事得其宜”要旨就是要求人的行事不能任凭一己仁爱

之心就莽撞行事，而是要爱得适宜。 爱得适宜必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
一是时宜性，即道德的行为一定是与时代生活方式相适宜的行为。 儒家重“时”，在《周易·彖传》

中有很多表现。 如“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②“颐之时大矣哉”③等等。 蔡沈在解释《周书·泰誓

上》中所引用的古语“同德度义”之“义”时说：“义，宜也。 制事达时之宜也。”④总之，行义以时是儒

家行义的要义之一。 比如作为儒者的王莽在西汉末年竟要以《周礼》所记载的土地国有的办法来实

现均贫富的仁爱理想显然就是不合时宜之举。 同理，当下中国人行义以爱人的方式也不能照搬儒家

典籍中所记载的前现代的具体方式，而必须实现其现代转化。 否则，也是不合时宜。
二是地宜性，即道德行为要与特定地域的风俗习惯相适宜。 汉语中“宜”与地相连在《系辞下》

中体现。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⑤现代中国人也不仅说因时制宜，
也说因地制宜。 郑玄注云：《礼记·王制》即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 民

生其间者异俗。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何谓俗？ 郑玄云：“俗谓土地所生习

也。”⑥所谓“不易其俗”“不易其宜”说的就是行义必须有地宜性。
２􀆰 行义有权变

义之为适宜必然要求行义要随时随地采取适宜性的行动。 因为生活的复杂多端是任何现成规

范性的行义要求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因此，行义必意味着行权。 就此而言，儒家伦理也可以说是一种

情感本位的情境主义伦理学。 行义当然是有相对稳定性的，这主要体现在儒家严守行礼以教，即尊

重伦理规范的相对稳定性这个层面，但儒家并不主张死守行义的规范性要求。
孟子率先讨论过道德行为中的行权问题。 这便是众所周知的嫂溺水是否要施以援手救嫂的道

德场景。 孟子的回答很明白：“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
也。”⑦当然，行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防止不道德之人假借行权为借口躲开行义的基本要求而

不承担道德责任，以及滥用行权致使伦理规范丧失基本的稳定性。 对此，公羊学派有明确说法。 《公
羊传·桓公十一年》记：“权者何？ 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 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舍。 行权有

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 杀人以自主，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这里，可以疏解出行权的

基本原则：首先，行权必须是在生死关头的大事上，而不是小事上也动辄行权，所谓“权之所设，舍死

亡无所舍”。 其次，行权的功利原则，即行权要能带来好的结果，所谓“反于经然后有善者”。 复次，
行权的自愿原则，即行权人可以在自愿的情况下自主决定行为，但是不能替他人做主，不能以伤害其

他人为代价来行权，除非他人也自愿，此即“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 最后，行权的非自利原

则。 所谓“杀人以自主，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简言之，行权不能成为自私自利的庇护所。
对于行权，董仲舒有更具概括性的表示。 《春秋繁露·玉英》篇云：“权谲也，尚归之以奉钜经

耳。”苏舆解释为：“虽权谲，仍以正归之，取其不失大经耳。”⑧也即是说，权变是根据更高的价值理念

来行事的，而不是不顾生活实情地死守规范性要求，此即谓“奉钜经”。 对于儒家来说，比规范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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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价值理念当然就是仁爱。 因此，儒家行权的根本主张可以表述为：在面临生死大事之际，当按

照规范性要求行动不能带来好的结果时，可以本诸仁爱价值理念而采取适宜的行动。
（三）义以建利

既然生活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则儒家的伦理思想就不可能不讨论利益问题。 荀子就说：“举
错则时，爱利则形。 ……举错则不时，爱利则不形。”①所谓“爱利”就是“爱人利人”②。 现实的爱必

然和利益有关。 爱人肯定就想利人，故绝不能以理学家主张的“以义灭利”③之义利观为儒家义利观

的全部内容，甚至可以说理学家的义利观是对孔孟荀原始儒家的义利观一种偏离。 儒家绝非不言

“利”：“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④

儒家义之为义的内容之一就是要通过“义”的方式实现爱人和利人，而爱人利人包含两个基本的

方向：自爱自利和爱人利人。 理学家所主张的“以义灭利”实质是害怕自爱自利过甚而伤及爱人利

人，并由此危及前现代社会那种群体本位的生活方式。 因此，在伦理上对能触发个体独立自主性的

自爱自利有异常的警惕与防范，并把这种去除个人之私的思路上升为天理之公，故“以明清之际为

界，此前的义利关系……‘义’都是第一位的”⑤。 事实上，儒家之“义”乃是调节自爱自利和爱人利人

的途径。 义之所在皆是为了确立合情合理的利益分配。 《左传·成公十六年》所言之“义以建利”的
命题或许才能准确表达儒家的义利观，即义就是为了合情合理配分利。

《孟子·梁惠王上》云：“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句话广为持重义轻利、重义灭利观

的人所引用。 综观孟子其他言论，孟子绝非主张轻利灭利者。 孟子此言其实是针对国君来说的。 孟

子主张国君不能言利，若国君言利、重利，并凭借其权势取利，则根本没有人可以和他竞争，结果就是

民将完全无利可图，故国君才“何必曰利”。 国君的职责在于制定正义的制度规范让民能有序地谋

利。 黄玉顺先生认为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是这层意思⑥。 因此，儒家义利

之辨的真谛可以说是正义以致利，即《左传》所言之“义以建利”。 在此思路下，儒家文献中所说的

“义，利之本也”⑦，“言义必及利”⑧等等才能得到很好解释。
“义以建利”表现出了儒家伦理思想注重功利的一面，但儒家伦理思想却不能以近代功利主义予

以概括。 功利主义聚焦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未曾着意于如何分配这些利益。 相较而

言，儒家“义以建利”的义利观还注重利益的分配。 《国语·周语上》记载：“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

难。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 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此
段文字的要义就在于“利不可专”。 但“利”如何不可专？ 利又如何合情合理予以分配？ 这就涉及儒

家礼教的问题了。

三、缘“情－义”以制礼：儒家伦理规范的制作

儒家所论之“义”除了强调道德行为必须基于仁爱的动机和行动要适宜，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强调要

制作具有正义性的伦理规范，使人在日常生活行动中有章可循，并实现“义以建利”。 《左传·成公二

年》云：“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在儒家，礼涵盖了人的一切行为规范和礼节仪文，包括伦理

规范、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等。 因此，伦理规范的制作问题从属于礼教问题，特别是制礼问题。 儒

家礼教之制礼可以以缘“情－义”以制礼予以概括。 《礼记》中所表达的“称情立文”⑨和“礼以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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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命题可以用来指称儒家礼教的制礼原则。 对此，笔者曾有较为详细的阐述①。 这里，遵照本文主

题和逻辑作简要的阐述。
（一）称情立文

“称情立文”意在强调伦理规范必须以仁爱情感为正当性基础，即伦理规范的制定必须以人的自

爱和爱人相平衡为目的。
首先，仁爱情感是礼的实质所在，无情之礼通常被指责为虚文。 《论语·八佾》篇即言：“人而不

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又说：“林放问礼之本。 子曰：‘大哉问！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
其易也，宁戚。’”其次，礼不仅达情，还节情，从而成就情，使情不至于滥。 《礼记·坊记》即云：“礼
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王夫之也说：“人好恶之情万变不齐，而礼以通众情而斟酌

之，使天下之人皆得以远所恶，遂所好，无所徇而自无不给，乃所以无过不及而得其中也。”②

“称情立文”传达了“仁为礼之质，礼为仁之文”两层意思。 一方面仁是礼的实质，另一方面礼又

是仁的呈现。 若无仁、无情，则礼不成其为礼；若无礼，则仁、情也无法得以展露和表达。 仁与礼，文
与质，相互成就，此即是王夫之所云“文因质生，而文还立质也”③一语的意义所在。

仁爱包含“自爱”和“爱人”两个最基本的维度。 对仁爱的理解一般偏向于牺牲自己或委屈自己

去爱人，但这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误解。 儒家并不主张牺牲自我地爱人，而是追求自爱和爱人的平

衡。 荀子、扬雄都强调过自爱在仁爱中的不可牺牲性。 荀子说： “仁者若何？ ……仁者使人爱

己，……仁者爱人，……仁者自爱。”④扬雄说：“自爱，仁之至也。”⑤事实上，自爱乃是爱人的前提。 虽

然一个自爱的人必然会爱人，但是一个不自爱的人，不可能爱人。 一个不自爱的人，失去了将自身的

苦乐感受推己及人（即儒家之恕道）的基础。 易言之，一个不自爱的人不可能有顺畅的同理心、同情

心。 “欲爱人者必先求爱己。”⑥所以，儒家并不主张自我牺牲式地爱人。 当然，儒家更不会主张牺牲

他人以追求自爱。 作为伦理规范的礼，旨在提供一套可资借以实现“自爱－爱人”相平衡的行动准

则。 顾炎武云：“礼者，本于人心之节文，以为自治治人之具。”⑦这意味着礼有调节自我和他人之间

利益分配的功能，将利益正当地分配给每一个人而不让任何一个人或群体“专利”。 唯其如此，才能

实现“礼者，养也”⑧的目的，才能实现“义以建利”的规范性要求，生活才能得以合情合理地展开。 当

然，礼所具有的利益分配功能的更多细节还需另文进行讨论。
（二）礼以义起

既然儒家主张爱要适宜，自然就会要求伦理规范的制定要与生活实际处境相适宜，与时消息地

予以损益更化，这可以以“礼以义起”命题概括。 “义”即是“宜”。 《礼记·礼运》即云：“故礼也者，
义之实也。 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

“礼以义起”的要旨在于作为制度规范的礼要缘生活本身的节律、轨迹以制作。 王夫之“养其生

理自然之文，而修饰之以成乎用者，礼也”⑨一句话最能诠释“礼以义起”的内涵。 所谓“生理自然之

文”即是指生活行事本身的节律、轨迹，而“养”“修饰之”则是指将生活行事本身的节律、轨迹进行提炼、
归纳，进而著于竹帛，形成礼书、礼典。 重要的是，“养”“修饰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缓慢

的生活积淀过程。 也就是说，制礼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随生活而不断开放的、渐进的生成过程，这也是儒

家素所强调的“礼有损益”的要义所在。 因为生活在变，从生活中生起的包括伦理规范在内的所有一切

制度规范都应该随生活的变迁的损益更化。 故礼乃是一种在生活中不断演化的制度规范和礼节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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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骄键《儒家礼教的现代转化》，《中州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
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第 ４ 册），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８ 年，第 １１９３ 页。
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第 ４ 册），第 ８９２ 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下册），北京：第 ５３３ 页。
汪荣宝：《法言义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 ５１５ 页。
王安石：《荀卿》，《王安石全集》第 ５ 册，武汉：崇文书局，２０２０ 年，第 ６５０ 页。
顾炎武：《仪礼郑注句读序》，《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年，第 ３４ 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下册），第 ３４６ 页。
王夫之：《思问录·俟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 年，第 １１ 页。



礼总是一定时代性条件下与生活实情相适宜的礼，是处于不断演进中的开放性的礼。 这一要求我们应

随着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而不断去旧礼，作新礼。 因此，儒家礼教总是日新之礼教。
对于制礼，传统一般说是“圣人制礼”，但“圣人制礼”的真意并不是说圣人师心自用，凭其主观

意愿肆意以制礼。 尽管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所谓的圣人凭借其主观肆意以制礼，进而实现对民众的约

束和控制，但这并非儒家的主张，而更接近法家的思路。 《管子·任法》篇即云：“夫生法者，君也。
守法者，臣也。 法于法者，民也。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之大治。” “圣人制礼”的真意乃在于圣

人是特别能敏感于生活本身之节律、轨迹者，故圣人才能在倾听生活本身之节律、轨迹的基础上

制礼①。
如果说“礼以义起”（缘生活本身的节律、轨迹以制礼）是儒家对伦理规范之适宜性、时代性的强

调的话，那么“称情立文”（缘仁爱情感以制礼）就是要求伦理规范必出于自爱爱人之目的，是伦理规

范的正当性基础，是伦理规范之不可变者。 故儒家伦理规范的制作可以用“情义”二字予以概括。 刘

向《说苑·修文》即云：“君子修礼以仁义。” “仁义”就是“情义”。 刘向此言可以说正是对儒家制作

伦理规范之原则的概括。

四、“生活·情感”教化：儒家道德教化观

伦理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希冀成就一种道德人格，使人成为一个好人、君子、绅士。 儒

家伦理思想当然也追求道德人格的养成，而且这是儒家伦理思想极为注重的方面。 正是对这一点的

注重，学者每每据此将儒家伦理思想判定为一种德性伦理②。
在儒家，表述道德人格养成的概念是“成人”“成性”。 过去学者们一度被陷在现成的“性善”“性

恶”争论之中。 不过，当下学术界主流已克服了这种现成的人性论争论。 学者们基本上都接受了人

性养成论。 不管性善性恶其实都是教养而成的结果。 杨泽波就明确地主张孟子的性善说乃是一种

“向善”③。 过去一度被认为是性恶论的荀子事实上是性朴论者④。 因此，通过道德教化成就一种道

德人格，成人成性，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不过，古今中外很多哲学流派的伦理思想都有

通过道德教化成就道德人格的思想，而儒家的特色在于其道德教化是一种在生活中的情感感化。 这

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
（一）儒家教化是一种生活教化

对于教化，一般的理解是指受教者从施教者那里获得某些现成的知识、思想等，亦即《说文解字》
所说之：“教，上所施下所效也。”⑤如果道德教化只是这样一个现成性识度的话，教化实际就是运用

某种外在于受教者的目标来对其进行规训，甚至宰制。 这样的教化就不是在造就一种自由自主的道

德人格，而是在培养一种奴性人格。 杜威就曾说：“（任何知识、信仰等）不能像砖块那样，从一个人

传递给另一个人；也不能像人们用切成小块分享一个馅饼的办法给人分享。”⑥但通过“教”人又确实

有所改变，此之谓“化”。 “化，教行也。”⑦如果“教”不是从受教者那里现成地获得知识、思想等，那么

教化所带来的人的存在的改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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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礼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汉武帝即位以后“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这大概就是意图网罗一批儒士凭
空进行制礼，但这种不从生活本身的节律、轨迹制礼的思路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十余年不就”。 最后不得不“因民而作，追俗
为制”，也就是从百姓生活本身的节律、轨迹出发以制礼，才能实现“万民和喜，瑞应辨至”的效果。 司马迁：《史记（简体字本）》
中册，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０２５ 页。
我们不能因为儒家注重道德人格的养成就将儒家伦理思想归纳为德性伦理。 因为儒家伦理思想同样也注重遵守道德义务，也
注重道德行为的后果。 显然，我们不能就此又将儒家伦理指认为义务论和功利主义。 如果因为儒家伦理注重了什么就将之称
为什么形态的伦理理论，那么只能像有的学者那样认为儒家伦理是德性伦理、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等等伦理理论的综合体。 但当
认为儒家伦理是这种综合体的时候，事实上意味着近现代西方伦理理论都不能很好地概括儒家伦理思想。 因此，我们必须从儒
家伦理思想内部，找到更具概括力的概念来刻画儒家伦理思想的特质。 笔者找到的就是“情义”这个概念。
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 ４３ 页。
参见周炽成《荀子人性论：性恶论，还是性朴论》，《江淮论坛》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１２７ 页。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 ５ 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扬州：江苏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３８４ 页。



１􀆰 习以成性

“教”甲骨文作 ，像人手持木棍让孩童从事某种活动之形，故此字“有鞭策教子之义”①。 因此，
“教”之本义在让受教者去实践、去行动、去做事，使其在做中学会所欲学的东西。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

说：“对于要学习才能会做的事情，我们是通过做那些学会后所应当做的事来学的。”②故“教”与“学”
不可分开言，而两者结合的要点即在于实践、行动。 人成其为某个人，是通过不断做某事而达成的。
如教师是在不断地去教中才作为教师来到场，学生也只有在不断的学习活动中才成其为学生。 这便

是孔子“习以成性”的思想。 孔子并没有对人性进行形而上学的定义，而重在强调“习”。 “性相近，
习相远”③，这是说人性在自然生理层面差别并不大，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乃是因各个人生活实

践、生活行事相去甚远的“习”所养而成的。 可见，教化的确是存在者之间相互施加影响，但儒家的教

化观并不主张一个存在者对另一个存在者施加压倒性的影响和控制，儒家教化之道的真正主张是让

人在自身的生活实践、生活行事中将自身建构为人。
２􀆰 自得自化

孔子之后的儒者无不深谙此点，孟子就以“自得”来对这种通过生活习以成性进行概括。 孟子

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

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④宋明儒者所极为强调的工夫实际上也是这种在生活中习以成性思想

的继承与发展。 张载就说：
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犹不免有意之累也。 有意为善，利之也，假之也；无意为

善，性之也，由之也。 有意在善，且为未尽，况有意于未善耶！ 仲尼绝四，自始学至成德，竭两端

之教也。⑤

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须待自己者皆是著见，于人物自然而正。⑥

之所以云“正己而物正”，不云“正己而正物”，是由于后者“不免有意之累”。 以己正物必有意、
固、必、我之拘执。 “自得”的精义在于“使自化也”⑦，“己德性充实，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⑧。 让

人自化，让物自正，不以己意正人正物，当然也不是撒手不管，而是让人在生活行事中不断积淀自身

的内在规定性。 换言之，儒家的教化之道十分注重人的道德自主性调动，而不是进行道德强制⑨。
３􀆰 渐化

生活教化既是一种“自得”还是一种渐化。 荀子对“积学”“积善”之“积”的注重就是渐化观的体

现。 《荀子·劝学》篇云：“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故不积蹞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道德人格的养成不是一种突

变，而是在生活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行为倾向性。 当然，这种稳定性只是相对的，是稳定性

与开放性的统一。 唯其如此，成人成性才是一个“积学”而“不可以已”􀃊􀁉􀁒的过程。
（二）儒家教化是一种情感感化

生活教化实质上是一种情感感化，一种爱的教化。 张载就说：“凡教化设施，皆是用感也，作于此

而化于彼者，皆感之道。”􀃊􀁉􀁓张载此言准确地说出了感化的要义。 感化就是让人因情感上的感动而自

主地采取行动，从而在行动中逐渐地成就自身的内在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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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３ 年，第 １８８ 页。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年，第 ３６ 页。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 ４ 册），第 １１７７ 页。
焦循：《孟子正义》（下册），第 ５５８－５５９ 页。
张载：《正蒙·中正篇》，《张载集》，第 ２８ 页。
张载：《经学理窟·学大原上》，《张载集》，第 ２８５ 页。
张载：《正蒙·中正篇》，《张载集》，第 ３２ 页。
张载：《张子语录·语录上》，《张载集》，第 ３１２ 页。
然而，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帝制中国后期，确实又充斥着大量的道德强制的例子，这可能与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差异有
关，也与可能与秦以后儒法合流有关（即那些推行道德强制的儒家其实都是秦以后浸染了法家思想的“法儒”，而非秉持孔孟精
神的真儒）。 当然，这需进行专门的讨论，非本文所能尽道了。
王先谦：《荀子集释》（上册），第 １ 页。
张载：《横渠易说·观》，《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 年，第 １０７ 页。



历史上儒家最大的敌手法家对儒家的这种因共同生活而形成的生活情感带来的感化有很清晰

的认识。 《韩非子·难一》叙述了一个寓言：“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 河滨之渔

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 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仲尼叹曰：‘耕、渔与

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 舜其信仁乎！ 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

乎！’”①作为反对儒家道德感化的韩非无疑把握住了感化的关键，这就是：感化不是在受教者的生活

之外对其进行指指点点，而是要与受教者共同生活，逐渐养成共通的生活情感（此即“躬藉处苦”之
所指），进而让受教者因感动而采取自主性行动，实现自身主体性的变化、生成。

感化事实上是儒家仁爱思想必然要求，也彰显了道德教化的自由自主性。 笔者曾撰文指出，儒家

仁爱有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②，爱的积极维度就是想被爱者之所想，急被爱者之所急，为被爱者积极的

进行各种筹谋，亦即广为学者所讨论的推己及人的恕道工夫。 爱的消极维度就是让被爱者成其为他自

身，而不是对被爱者进行约束性的指指点点。 爱是自由！ 爱的教化特别强调对受教者自主性的调动，
而不是将施教者的各种意愿、偏好加诸于受教者。 在儒家主要表述为“敬”与“让”。 《大戴礼记·盛

德》即云：“教以敬让也。”证诸历史，在传统道德教化中对仁爱之积极维度注重颇多，对仁爱的消极维度

的注重的确很少，而这正是处于现代生活方式下儒家教化所应特别留意与反思的地方。
当然，传统儒者在教化中着意仁爱的消极维度的思想也存在。 张载思想中的“虚”就体现了自由

教化精神。 张载说：“咸之为道，以虚受为本，有意于中，则滞于方体而隘矣。”③又云：“感物之善，莫
若以虚受人。”④施教者之“虚”意在于给受教者腾挪出一片独立自主的空间，让受教者因情而感动的

时候能够自主地采取行动。 正如韦政通所说：“爱与真正的自由具有相同的意义。 强制，也就意味着

违反爱。 ……只要有高压存在的地方就没有爱，有爱的地方就没有高压；爱愈多，自由愈大。 没有了

爱，所谓的人权条例和宪法会议等，也将成为空壳。”⑤

儒家教化内蕴的生活教化和情感教化两个维度是融为一体的。 通过生活情感教化以成人成性

无外乎也就是让人凡事能以爱己爱人为出发点，并根据生活之实情恰当地去爱人。 由此而论，儒家

道德教化也可以涵盖在“情义”二字之下。 事实上，我们中国人评价某个人的道德状况很多时候都是

以是否讲“情义”来对某个人进行评价。
熊伟先生曾谈到中西方哲学的主要差异：“中国的方向是内倾的方向或仁的方向，换言之，是情

感的方向。 在这个方向中，重点从来不放在知上。 固然孔子也曾认为：未知，焉得仁？ 但知总是仁的

仆从，……由此也便自然出现这些结果：１􀆰 科学在中国很落后。 ２􀆰 但情感呢，在西方受尽‘知’的专

横排挤而终究被扼杀不了，于是就被‘超度到彼岸去’，这就是说，被排挤到宗教范围去了；在中国，情
感却完全雍容自如地处于‘此岸’并且向生活的火焰提供无穷无尽的燃料。”⑥既然“情”是中国哲学

特别是儒家哲学的特质所在，那么，以情为义、以情为宜建构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乃是顺乎逻辑的事

情。 梁漱溟先生也曾以“因情而有义”⑦来标识儒学的特质。 因此，相较于套用近现代西方伦理理论

模板来挑选儒家伦理思想材料，进而将儒家伦理思想义务论、功利主义或德性伦理等，“情义”这个概

念无疑更能凸显儒家伦理思想的特质。

（责任编辑　 万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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